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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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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in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of China might be an 

entertainment behavior similar to raising pets. During the domesticating process,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iving habits of the given animals and the subjective demands of the ancient people jointly impelled the ancient 

people to form the raising behavior with utilitarian intentions. The ancient people’s activities of domesticating 

animals and the active cooperative reactions of the animals to be domesticated were interactive, and the 

domestication was a long-lasting, repeatedly relapsing and inching progress with coordinating evolutions.

农业起源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学

术问题。家养动物的起源是农业起源的一个

重要内容。学者们围绕各种家养动物起源的

过程和特征进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但是，针对为何饲养家畜，则尚未取得

共同的认识。本文围绕问题的来由、狗和猪

的驯化过程、中国驯化动物的起源及特征进

行再探讨。

一、问题的来由

人类通过控制某些野生动物，为其提供

必要的生存条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繁殖和

选育，使其成为家养动物。家养动物的出现

及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

关系，对人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

影响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人类获得

了稳定的肉食来源，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2）为以骨骼、皮毛为原料的手工业发展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3）增强了人类的作

战能力和交通能力；（4）在随葬和祭祀中

发挥作用，促进了礼制的发展；（5）增加

了由于动物引发疾病的风险，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人类饮食的多样性；（6）随着社会的

发展，家养动物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饲

养家畜及其饲养方式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加剧

了社会的不平等[1]。正因为家养动物对人类

社会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对家养动物起

源的研究一直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之一。

经 过 多 年 的 研 究 ， 我 们 确 认 距 今 约

10000年左右，在河北省的南部出现了家养

的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南部

出现了家猪；距今约5600～5000年，在甘青

地区出现了家养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

在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家养黄牛；

距今约4000～3600年，在甘肃省的东部出现

了家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东

北部出现了家鸡。在我国，这些家养动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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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起源或首先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

地点，但基本上都位于北方地区[2]。中国的

狗、猪、绵羊、黄牛、马、鸡等六种家养动

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

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

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

们，将其驯化成家畜，如狗和猪。另一种是

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

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如马、黄牛、绵羊

和鸡[3]。我们可以将古人通过文化交流，引

进已经成为家养动物的动机，理解为古人除

了食肉之外，还认识到那些动物在生活、生

产及精神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其他实用价值，

如发挥动物在战争、交通和生产中的作用，

利用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利用动物骨骼制

作骨器和装饰品等，所以古人将那些动物、

饲养方法及用途悉数纳入，为自己所用。但

是追究将特定的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

动机，则学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

有些学者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最初

驯化的起因。“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认为，资源减少、环境恶化是推动

驯化的首要原因。当理想的野生资源变少，

人类不得不扩充食谱，将低能量回报的动、

植物纳入食谱，并等待资源的滞后回报，以

此来弥补能及时获得提供高能量的大型动物

的不足[4]。“文化生态位构建理论”（cultural 

niche construction）则认为，资源丰富且来源

稳定的地区更适合人类作为生态位构建的主

导者，将不同物种融为一个整体，进行动物

驯化[5]。另外，讨论到更具体的驯化起源模式

时，克拉顿-布洛克（J. Clutton-Brock）的保

持肉量供应的移动食物库理论[6]、罗运兵提出

为补充肉食资源而驯化动物的肉食说[7]等，也

采取了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还有一些学者注重探讨社会内部的动因

对动物驯化产生的影响。本德（B. Bender）

认为，领袖人物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并取得当

地的权威，通过驯化物种可以有效地控制社

会资源与劳动力，而为了进一步巩固财富积

累和树立威望，强化食物生产最终导致了驯

化和农业的产生[8]。海登（B. Hayden）的夸

富宴理论同样认为，最早驯化的物种往往不

是果腹的食物，而是某种奢侈品，分享这些

奢侈食物的竞争宴享便是推动生产方式向物

种驯化转变的原因[9]。罗运兵针对中国辽西

地区的考古资料，提出为了在祭祀活动中使

用动物而养猪的祭祀说[10]。

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剖析动物驯化的一

个重要视角。里德（C. Reed）的宠物理论认

为，将驯服的小动物带回人类的居住地饲养

是驯化的基础，在小动物成长或偶然繁衍的

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发现了这些动物除却宠

物之外的其他作用[11]。罗素（N. Russell）还总

结了人与动物的其他关系，如作为捕食者的

人等，提供了研究驯化起源的不同视角[12]。

然而，并没有哪一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刘莉、陈星灿指出，驯化的出现既

有生态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尤其是考虑到

中国的物种驯化中心大多位于自然资源富庶

的地区，而且那些物种长久以来都是人类食

谱组成的一部分，既提供了必要的主食，也

可能作为奢侈品在夸富宴中使用[13]。

关于驯化的动因莫衷一是，关于驯化

的具体步骤也是讨论家养动物起源的热门话

题。

瑞兹（E. Reitz）和维恩（E. Wing）将

最初的动物驯化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即

捕获和控制动物、驯服动物、控制动物的

繁殖[14]。第一步，捕获和控制动物。这些动

物或是生活在人类居住地周围的共生物种，或

是由不同形式狩猎捕获的动物。这一阶段，有

助于人们近距离观察捕获的野生动物，积累动

物生态、行为的相关知识。第二步，驯服动

物。将幼年的动物带入居住地，更容易将其驯

服。里德还设想了年幼动物由同样年幼的小女

孩来负责照料的情景，幼年的动物作为宠物，

在饲育、陪伴和嬉戏的过程中，小女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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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女性这一社会角色所需的能力，动物也同

时适应了人类的控制[15]。第三步，控制动物

的繁殖。人类既做到有意识地控制动物的繁

殖，从而保证驯化的进程，形成理想的动物

生理、行为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

境、社会文化的制约，不得不做出妥协[16]。

泽达尔（M. Zeder）则提出动物驯化经

历的三种途径：“共生途径”（the commensal 

pathway）、“猎物途径”（the prey pathway）

和“直接途径”（the directed pathway）[17]。

“共生途径”指的是，某些动物生活在人类

栖息地周围，长期与人类生活在一起，渐渐

和人类建立起了社会和经济联系，从而最终

被驯化，遵循这一途径的驯化，至少在最初

阶段不需要人类有意为之。只有在共生物种

已经充分适应了人类生活的环境后，人们才

能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培育[18]。而从“猎物途

径”开始的驯化，始于人们面对野生资源的

波动，改变了狩猎策略，缓解了狩猎压力，

从而促进了猎物数量的增加，最终导致动物

被驯化，这一过程也并非为驯化而驯化[19]。

唯有“直接途径”是其中唯一一种人类有

明确目的的驯化，通过这一途径驯化的动物

主要为人类提供了肉食以外的次级产品或供

人类使役，如马、驴、骆驼等。因此，这种

驯化对人力的投入、技术的支持均有一定要

求，可能并不发生在驯化的最早阶段[20]。 

我们认为，随着大量的考古新发现，

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动物驯化过程都纳入

了研究的范畴。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考古学

个案来研究各个地区具体的驯化模式，用实

际材料来完善理论构建。单一动因的理论模

型受到了质疑，将自然环境、物种生态、社

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纳入综合考

虑的范畴，进行全方位的思考，逐渐成为动

物驯化研究的主流。而考虑到驯化的步骤和

途径，各个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及驯化动物具

有独特性，比如西亚地区经历了前陶新石器

文化，最早驯化的动物包括绵羊、山羊和黄

牛[21]；而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和农作

物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猪排位在最早驯化的

动物的前列。不同动物的生态特征、生活习

性各异，不同文化的发展进程更是与当地的

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依据不同的

资料难免会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主要围绕中

国的资料进行分析，以求对中国古代驯化动

物的动机进行再探讨，并思考中国的考古材

料如何帮助回答驯化起源这一全球性课题。

二、狗和猪的驯化过程

驯化包括驯化者和驯化对象两个方面。

驯化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主导，从以往人猎

杀动物变为人完全控制动物，并有意识地对

其进行繁殖和选育的过程。依据中国的资

料，我们认为严格地说，驯化动物的缘起可

能并非出于明确的补充食物短缺或夸富宴等

功利性目的，因此生态学的理论或社会政治

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的驯化起源。相反，

宠物理论强调了动物的陪伴和娱乐性质，符

合动物最初的驯化为了娱乐的假设。在讨

论驯化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起于娱乐的开

端。而真正具有功利目的的驯化是在古人熟

悉特定动物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及产生特

定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以狗为例，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从

狼的生态特征可以发现，其栖息范围很广，

从中国东北的冻土带到属于亚热带的两广、

云南都有它们的分布。它们一般单独或雌雄

成对而栖，在北方平原或荒漠地区于冬季集

合成群，进行觅食活动，利用岩窟、小坑、

矮树林等为巢，抚育幼崽之窝多近水源，如

溪流、池沼附近。狼的视觉和听觉都很好，

嗅觉最佳，多在夜间活动，善于奔跑，时

速可达50～80公里。它们摄入的食物很杂，

主要以中小型兽类为主，有时亦成群攻击

大型鹿类。狼在每年1～2月间交配，怀孕期

60余天，每次产仔5～10只，雌雄共同抚养

幼崽，幼崽经10个月左右完全长成，出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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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达到性成熟。雌狼每年生育，狼的寿

命约12～15年，体重30～40公斤[22]。

俄罗斯研究人员对犬科动物中的狐狸进

行过驯化的实验，实验结果发现，从开始饲

养狐狸到第二代，狐狸出现了行为变化，对

人类的攻击性反应逐渐消失。到了第四代，

有些幼崽会摇尾巴，开始主动接近人类，允

许人抚摸和抱自己。到第六代，将它们放出

笼子后，最友好的幼崽还会跟在人身后并主

动舔人。到第九代，狐狸出现了形态变化，

原先出生后不久耳朵就会竖起来，现在保持

下垂长达3个月。同时，毛色发生变化，第

一次出现花斑色皮毛，前额有星状图案。到

第十三代，驯化后的狐狸见到人，尾巴会向

上卷起。到第十五代，有些狐狸的尾椎变

短，变粗，椎骨数量减少。短短几十年的时

间，野生的狐狸便被人成功地驯化为家养动

物。科学家们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是特定

的基因，这些基因使动物倾向于驯化。到现

在为止，科学家尚未确认易于驯化的特定基

因，研究仍然在进行之中[23]。

狗在世界各地都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

我们推测，最早可能是狼来到古人的居住地

附近，在古人的生活垃圾中寻找食物，人和

狼有了相互照面的机会。后来，人偶然捕获

了狼的幼崽，作为玩耍的宠物饲养。狼崽的

食量小、食性杂，容易养活，而其与生俱来

的生态特征，便于人与饲养的狼（或者可以

称之为最早的狗）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亲

密的关系。在狼驯化为狗之初，当时的人很

可能是首先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毕竟，这

是当时除了人自身之外，第一种与人亲近的

动物，而且它亲近人的行为，如摇尾巴、舔

舐和陪伴等，都会增加古人对它的好感，希

望它随时呆在自己身边。这种行为出自古人

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古人对于

友情的认识。而后，在作为宠物狗饲养的

过程中，古人逐渐发现了它们的一些特殊功

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发与利用。比如，

可以将其作为猎犬或警卫犬等。当然，即便

是作为猎犬或警卫犬，其宠物的身份仍可以

兼而有之。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动物考古学的研

究结果，我们没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家犬遗存，也没有在

众多有年代早晚顺序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在

较长的时间段中家犬遗存出现由少到多的发

展过程[24]，可见古人始终没有将家犬作为肉

食的主要来源进行饲养，符合狗作为宠物而

非食物的假设。从实际因素考虑，这可能也

与一只家犬所能提供的肉量一般仅有10公斤

左右有关[25]。古人可能认为，与其依靠长时

间地饲养家犬获取少量的肉食，不如饲养肉

量多的其他家畜更为合适，这样增加肉食资

源更为可靠，因此并没有形成大量饲养狗和

食用狗肉的习惯。

再以猪为例，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成。

从野猪的生态特征看，其栖息范围也十分广

泛。野猪多在灌木丛或较低湿的草地和阔叶

林中栖息，没有一定的住处，过着游荡的生

活，只在生殖时才筑巢，在密草之上盖以树

叶，形成一个窝。野猪为杂食性动物，吃各

种杂草、树叶、树枝和树根及其他野生动物

的尸体，有拱土觅食的习性。雄猪往往单独

行动，其他野猪则成群，头数不一，有数

头、一二十头或几十头不等，在防卫时表现

得异常凶猛。野猪的寿命一般为20年左右，

出生后5～12个月即可交配，雌性野猪每年生

育，一般在10月间交配，次年4或5月产仔，每

次产仔5～6头，偶有产仔达15头，幼仔生下后

5或6天即可随母猪外出活动。野猪的体重一般

在150公斤左右，个别雄猪可达250公斤[26]。

我们推测，野猪也是会到古人的居住地

附近觅食的动物。古人通过与野猪的接触，

逐渐认识到野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一

般而言，成年野猪的性格暴躁，不易被人控

制。对野猪的驯化应该是从幼猪开始的。罗

运兵指出，幼猪很容易获取。仔猪出生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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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窝中几个星期，当母猪在拂晓或黄昏时

外出摄取食物，将幼仔单独留在窝内。一旦

猪窝被人知道，人们便能比较容易地获取其

幼仔[27]。国外学者曾经用这种方式分别在伊

朗和伊拉克获取过猪仔[28]。因为不是特别缺

乏肉食，人们就像喂养狗崽那样作为宠物喂

养幼猪，幼猪逐渐适应人的驯化，慢慢成长

起来。小猪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即使在今

天，大肚猪（pot-bellied pig）还在美国被当

成宠物饲养[29]。从民族学的资料看，不少地

区猪都是散养的，如土家族历来有放养猪的

习俗，在放出猪圈之前一般不喂东西，到下

午赶回来后，喂些青草和少量粮食[30]。在我

国南方的农村地区，小猪初购入时，多用

绳子拴系，待其熟悉新主人和生活环境后，

即可散养。在饲养方式粗放的农区，也有猪

白天放养于舍外，夜晚自行按时归家的情

况。猪在生长期间，饲料多比较粗糙。在催

肥期，多给予它们比较好的饲料，如碎大米

等。对于饲料的处理，有些地区常将谷类饲

料先压碎或者磨碎，有时将饲料煮熟，调成

稀薄糊状[31]。笔者之一当年在云南西双版纳

插队落户时，寨子里各家饲养的猪白天在寨

子里自由活动，但到晚上必定各回各家，主

人给它们喂一顿猪食，一般用米糠煮野菜，

野菜主要是在池塘里采集的浮萍等。可见，

猪十分适应人的生活环境，并能按照指示外

出与归巢。

古人通过养狗的过程，也包括从人自身

的性交、怀孕、生子的过程中得到启发，促

使公猪和母猪交配，让母猪怀孕及生小猪。

特别是猪和狗一样，一次可以生几胎，喂养

与产出可呈几何级数增加。当然，古人的喂

养是建立在对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逐渐

熟悉的基础之上，其中必定不是一帆风顺，

可能遭遇过多次失败，比如由于偶然原因，

把猪养死了，或者不得不把猪杀了。从开始

喂养幼小的野猪到积累了较为成熟的饲养经

验，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经过不

断实践，古人开始有意识地捕捉幼小的野

猪，主动喂养它们，把它们养大，让它们交

配，生育小猪，再将下一代的幼猪养大。如

此这般不断反复，喂养经验逐渐丰富，喂养

技术不断进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喂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功利性行为，如

吃肉、用于祭祀等。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考古遗址出

土的动物骨骼数量上看，自开始饲养家猪到

以饲养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这

个过程，历时长达2000多年[32]。这与古人从

采集野生植物到主要依靠栽培农作物的漫长

发展进程十分相似[3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驯化从初始到走向成熟之不易。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通过渔猎

活动便能基本满足肉食需求，尚无为了满足

人口增长而需大量饲养家猪的迫切性有关。

三、驯化动物起源的动机及特
征：中国的视角

我们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

饲养家猪的多少与实际的需求密切相关。比

如，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距今10000

年左右还完全通过渔猎获取肉食资源。到距

今8000～7000年前已经出现两种新的获取肉

食资源的方式：一种是以渔猎为主，饲养家

猪为辅；一种是以饲养家猪为主，而以渔猎

为辅，在这类方式中家猪的比例一般没有超

过哺乳动物总数的60％。从距今6000多年以

来，这个地区饲养家猪的方式在古人全部获

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直至占据绝对多数。这是当时人口增加，随

之而来的肉食需求量增加，野生动物资源减

少，以及古人主动开发饲养家猪等综合原因

的结果[34]。而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漫长

岁月中，家猪的数量却始终没有占据多数，

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动物，是

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主要肉食资源；

渔猎是当地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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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野生资源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而

限制了饲养家猪行为的发展[35]。

由此可见，饲养家猪的多少是人的主观

意志决定的，而人的主观意志又受到实际需

求及饲养方法的控制和影响。

在古代特定的区域，与随葬和祭祀活

动有关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利用狗和家猪的现

象。最早的实例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7000

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在那里埋葬了

10余只完整的狗及随葬的猪下颌[36]。贾湖遗

址埋葬的一部分狗可能是出于警卫的目的，

这里不做专门的解释。而随葬和祭祀是一种

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相关的行为，或为

了帮助其去往阴间世界，或为了向他们叙述

自己的祝愿或禀告事由。我们认为，如果不

是借助于自己长期饲养的动物或自己长期饲

养的动物所生产的后代，自己的想法能否顺

利地实现可能会成为问题，因为这里存在一

个能否顺利交流的障碍。长期饲养的动物

及其后代可以理解饲养者的内心世界，会忠

实地进行传达或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反，野

生动物与人的联系是一种极其偶然的行为，

野生动物不属于任何人，人与它们相互是陌

生的，人不会托付一个被自己强行捕获的陌

生物种去传达自己的心声，去帮助自己的亲

人。考古发掘证实，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野

生动物作为随葬和祭祀的用品出现的概率极

低[37]。我们推测，那种作为随葬和祭祀用品

的野生动物有可能还是当时人在特定时间里

尝试着作为家养动物饲养的物种，只是这类

物种没有配合饲养，因而这种饲养活动没有

成功地延续下来而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驯化物种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比如提供稳

定的肉食、发挥狩猎和警卫作用、被用来进

行祭祀等，在人类的生存和精神活动中都发

挥着特殊的作用。如果没有实用性，其作为

宠物饲养的行为不太可能出现普遍性和持续

性，就像现在有些人也饲养乌龟、猴子和蛇

等宠物一样，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人娱乐的行

为，没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这种行为在一些

人群中出现以后，代代相传的概率极低，全

面推广的实例也基本不见。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中国

众多考古遗址发现的动物遗存中，可以明确

认定与夸富宴相关的实例少之又少。我们在

作为废弃物堆积的灰坑中极少发现骨骼成堆

出现的现象，因为不能肯定在一个灰坑的不

同层位里出土的动物骨骼都是当时一次性集

中消费肉食后形成的，对此我们不能过度推

测。迄今为止，我们仅在发掘河南省舞阳县

贾湖遗址时，发现H460出土1000余块动物

骨骼，其中主要是鹿骨，其出土时堆积在一

起，没有有意识摆放的迹象，明显是短时期

内一次性废弃堆积而成，当时似乎存在集体

消费鹿肉的行为，这可能是当时进行过夸富

宴的证据[38]。需要强调的是鹿科动物在新石

器时代全国各个地区最终都没有成为家养动

物，这可能与鹿科动物一胎只生一个的生理

特征相关。古人当时可能还不具备对于鹿茸

的特殊价值的认识，为了获取鹿茸而饲养鹿

群的行为是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

在探讨狼和野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

性及中国古代狗和猪的出土状况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驯化动物起源的动机及

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1）古人最初

驯化动物是一种近似于饲养宠物的娱乐行

为。我们推测古人在改变猎杀动物的行为，

开始饲养动物幼崽之时，应该尚未具备驯化

动物的功利性目的。如果因为肉食资源的不

足，那么抓到动物就要立即食用，所以刀下

留情的行为，很可能是出于其他的目的。而

作为宠物饲养，以娱乐为目的，可能是当时

的真实意图。这一点基本照应了里德提出的

宠物理论，同样说明最初的驯化可能并非刻

意为之。古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随意的行

为，带来了日后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飞跃

发展。（2）从狭义上理解，真正的驯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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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功利性目的的行为。 在与驯化动物

相处的过程中，特定动物易于饲养、一胎多

仔、食用人类的生活垃圾、有的反应灵敏、

有的容易长膘等生态特征，可能是古人选定

它们作为驯化动物饲养并获得成功的前提条

件。古人驯化动物的目的是因为这些动物对

自己的生活有特殊的帮助，比如为了安全、

为了提高狩猎能力、为了扩大肉食来源和为

了用于宗教仪式等。（3）驯化包含了驯化

者与被驯化者双方的互动。人和动物是驯化

的一体两面，我们应从两方面同时考察驯化

的相关问题。古人控制动物的活动范围和喂

食，这类人类行为可以归结为驯化的举措。

这与被驯化的动物为适应人的生活方式而主

动配合驯化的行为是互动的，由此形成古人

与特定动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进化

的过程。尽管人类在驯化过程中始终占据主

导地位，但其中也包含古人为适应动物的特

征而做出的主观努力，比如不断向特定的动

物提供食物、满足某些动物的特殊食物要求

等。（4）驯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古

人的知识结构及野生动物的属性而言，古人

驯化动物是一种探索性的行为，是古人与特

定动物这两种具有不同思维的生物物种进行

博弈的产物，是一场经过长时段的、包括多

次反复在内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古人关于驯化动物的经验与文化是

逐步累积而成的，经验与文化的传承与否是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正因为人类能

够传承经验与文化，由此奠定了人类驯化动

物并获得成功的基础。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

驯化动物很可能是一种近似于饲养宠物的娱

乐行为，在与驯化动物的相处过程中，特定

动物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及古人的主观需

求促使古人形成了带有功利性目的的饲养行

为，古人驯化动物的举措与被驯化动物的

主动配合驯化是互动的，是一场经过长时段

的、包括多次反复在内的、渐进式的协同

进化的发展过程。现有的驯化起源理论能部

分地解释中国的情况，但又无法做到面面俱

到。这与中国驯化物种特征差异较大、驯化

人群文化面貌差异较大有关，还可能涉及到

考古发掘材料的不够系统。不同的驯化起源

理论提供了提纲挈领的问题指导，回归到实

证性的考古材料，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实际证

据验证理论假设，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理论

构架，对考古材料进行充分的阐释。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李志鹏、吕鹏和陈相龙、美国布朗

大学的博凯龄（Katherine Brunson）等诸位

学者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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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掘 2014～2016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对走马

岭城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城垣、房址、灰坑、土坑墓、瓮棺葬等遗迹，出土了较丰富的

陶器和石器等遗物。走马岭城址为内外城结构，城外还有附属设施，其始建年代不晚于屈家岭

下层文化时期，历经屈家岭上层文化、石家河文化，至煤山文化时期废弃。

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 2012～2016年，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城河城址先

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和多次勘探，解剖了城垣和城壕，并发现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出土数

量较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城河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至石家河文

化时期。该城址的发掘对研究汉西地区中等规模史前城址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严家山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 2016年11～12月，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对石

家河古城内的严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解剖并验证了严家山-黄家山弧形岗地为人工堆筑的城

垣，与石家河古城大致同时。此外还发现可能属于玉石器加工场所的石块堆积、出有少量玉器

的瓮棺葬等遗迹，进一步丰富了石家河古城的文化内涵。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 2016年9～12月，石家河遗址考古队 对石

家河古城内的三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大量的红陶杯堆积，同时还发现与制陶相关的遗

迹如陶窑、黄土坑、洗泥池、烧土堆积、水缸遗迹等。发掘证明该遗址至少在屈家岭文化晚期

就已形成，历经石家河文化直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晚期是其鼎盛时期。

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再思考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驯化动物很可能是一种近似于饲养宠物

的娱乐行为，在与被驯化的动物相处时，特定动物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及古人的主观需求促

使古人形成了带有功利性目的的饲养行为，古人驯化动物的举措与被驯化动物的主动配合驯化

是互动的，是一场经过长时间的、包括多次反复的、渐进式的协同进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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